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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探析

王仁宝

摘 要 在作者创作、文本呈现、读者接受的动态话语体系之中重审十七年小说，其非

虚构性特征的普遍性与本质性得以彰显。很多十七年小说的创作都经历过跨文体改写，包

括建基于非虚构文本的文体属性改写和建基于虚构文本的文体篇幅改写，某种程度上都增

强了小说的非虚构性。十七年小说文本呈现出诗史互渗的美学风格，但无论是偏重史传的

史诗性小说还是具有浓厚抒情意味的诗骚型小说，其诗性审美追求都是以史实为底蕴的。

近年来，关于十七年小说的研究出现了以版本研究和本事研究为主的实证化研究新形态，这

对于解释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也存在主体性缺失的问题。在

注重实证的基础上加入心证一环，或可有效解决实证化研究中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既能重新

激发十七年小说研究的活力，也能促进非虚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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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有关十七年小说的评论文章和文学史书写材料，可以发现，真实、真实性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词

汇。同时，不真实、歪曲现实、虚假的等异议也如影随形，一定程度上对有关十七年小说的真实性评价予

以了消解。在不同论者对十七年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做出二元对立评价之时，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相对

固定的真实内涵。合则真，不合则假。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一些问题，比如：什么真实？谁的真实？

何以真实？对此，刘思谦、贺仲明、林霆等人以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为例，对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较

为辩证、系统的思考。刘思谦认为对作品真实性的再认识，“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分析

和把握它的历史真实性”［1］。贺仲明从细节真实、本质真实层面出发，对相关作品的真实性进行了考辨，

对简单否定作品真实性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2］。林霆则从“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和

被教化的真实”这三种层面的真实性表现形态［3］，对十七年小说真实性的整体面貌进行了系统地呈现。

这些对十七年农村题材作品真实性的论述已经对真实概念的界定有了一定的拓展，适当扩大了其外延，

推进了对十七年小说真实性问题的研究。但严格看来，这些关于真实的论述仍然大多局限在对作品本

体真实的探究上，将十七年小说的真实性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或是一种凝固的、静态的客观对象予以阐

释。这对明确“什么真实”这样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对“谁的真实”“何以真实”这些问题较少涉

及。实际上，十七年小说的真实性是一个话语行为。十七年小说中的所谓真实都是艺术化了的，这种艺

术真实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它是在主客体交互作用中生成和实现的，是创作真实、本体真实和鉴赏

真实的动态统一”［4］。鉴于有关十七年小说真实性问题研究的固态化和局限性，如何在一个动态的开放

系统中重审十七年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就显得有必要且有意义了。

为了厘清真实性问题，我们有必要跳出旧有的真实性论述框架，以与真实性具有同义之缘的非虚构

性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十七年小说。从字面意义来说，非虚构即是真实。作为文学概念的非虚构却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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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具有真实性这一特征，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概念，体现出鲜明的跨界倾向。它不仅体现为兼具新闻

报道、小说、剧本、散文等文类的跨文体倾向，而且由它统辖的不少作品已延伸到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

等领域，体现出跨学科视野［5］。援引非虚构性一词入十七年小说，只是吸收了非虚构文学开放包容的跨

界理念，希冀在作者创作、文本呈现、读者接受的动态话语体系中建构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之实，而不是

想要冠以十七年小说非虚构之名。在非虚构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系统中回顾十七年小说，可以觉察出

十七年小说的诸多非虚构元素，包括跨文体的创作模式、诗史互渗的美学价值、实证研究的可能与空间，

等等。对小说中非虚构元素譬如作家的跨界身份以及秉持的写作姿态、运用的叙事策略等，作出原因探

究，可以有效回应“十七年小说如何获取真实”“怎样表达真实”“获得了怎样的真实效果”等与非虚构相

关的问题。

一、十七年小说的创作形态：跨文体生成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文体创作经由编辑的栏目策划、作家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家的批评阐释，成为

我国一种较受关注的文学现象。跨文体创作并非全新事物，中国古代文论中已有“文备众体”之说。宋

代赵彦卫《云麓漫钞》指出唐代小说“文备众体”，具备史才、诗笔 、议论多种手法。“文备众体”一词由此流

传开来，涵义有所拓展，意指兼具多种文体。关于小说的跨文体特征研究，则多聚焦于《红楼梦》《西游

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部分小说。很少有文章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现当代

小说的跨文体特征展开论述。但考察十七年小说的生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小说存在着跨文体改

写现象。十七年小说的跨文体改写，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在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日记等非虚构文本的基础上修改、拓展成小说。这又可以细分为个人

化改写和集体化改写。个人化改写较为成功的有《保卫延安》《创业史》《铁道游击队》等小说。《保卫延

安》是杜鹏程在随军日记、新闻报道、特写的基础上，改为报告文学，后又改为长篇小说，前后九易其稿。

小说中所记之事多是作者亲自经历，所记之人多以身边人物为原型，小说中甚至直接出现彭德怀之名。

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从1954年开始创作，至1959年完成，共经历过四次大改。在这期间，柳青创作

了特写集《皇甫村三年》，包括《新事物的诞生》《灯塔，照耀着我们吧！》《王家斌》《王家父子》《一九五五年

秋天在皇甫村》等篇。不仅特写中描写的人物，如王家斌父子、陈恒山、陈家宽、高梦生、刘远峰等人，都

作为原型人物出现在《创业史》中，而且特写中一部分关于人物故事和语言的记叙，直接被挪入《创业

史》。知侠在写作《铁道游击队》之前，对徐广田和杜季伟等战斗英雄进行了采访，后又多次前往铁道队

深入生活，并以纪实笔法基本完成章回体纪实小说《铁道队》的初稿。后因书中的英雄人物之一徐广田

出现政治问题，知侠改变创作策略，变传记为小说，变真人为原型，以真事为基础，创作完成长篇小说《铁

道游击队》。集体化改写较为典型的有《红岩》《平原枪声》《欧阳海之歌》等小说。长篇小说《红岩》的最

终诞生经历了不同文体的衍变。1949年底重庆解放，党组织派刘德彬等同志参加编辑《如此中美特种技

术合作所》，杨益言、刘德彬等人搜集、整理了三百位烈士的小传以及有关中美合作所的资料。在重庆团

组织的安排下，杨益言、罗广斌、刘德彬等人以整理的资料为基础，对革命烈士的斗争事迹进行了口头宣

传。后又以此为基础写出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开始，杨益言、罗广斌在革命回忆录基

础上创作长篇小说《红岩》。如果说《红岩》的集体化改写更多地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长篇小说

《平原枪声》的集体化改写则是作者李晓明主动求教、虚心学习的结果。李晓明最初只是把亲身经历的

十几个抗日故事串连起来，写成十几万字的《一个抗日游击队的故事》，后又虚心听取老战友李尔重的意

见对纪实故事进行了小说化修改，之后又接受中国作协武汉分会韩安庆的协助，对文稿进行多次修改，

最终改定为长篇小说《平原枪声》。《欧阳海之歌》的集体化改写主要体现在文本细节处。1963年11月，

年仅23岁的战士欧阳海，在野营训练中用尽全力把惊马推离了铁轨，使得列车和旅客转危为安，而他却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金敬迈通过采访把欧阳海的感人事迹写成报道，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后以此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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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写成一部关于欧阳海成长历程的长篇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并根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主编鲁易

和相关负责人的要求，对小说进行了修改。此外，赵树理的《三里湾》、吴强的《红日》、李六如的《六十年

的变迁》、冯德英的《苦菜花》、马识途的《清江壮歌》、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等小说，也存在类似上述跨文

体改写的经历。

二是在短（中）篇小说、剧本等虚构文本的基础上修改、扩展成长篇小说。譬如：梁斌经过短篇小说

《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中篇小说《父亲》、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创作三级跳，最终塑造出一个典型的

农民英雄形象——朱老忠。据梁斌所述，朱老忠的原型是一位姓宋的老人，老人的三个儿子都牺牲了，

“可是他的态度却表现的非常刚强，并不给人一种悲观绝望的印象”［6］。梁斌根据现实素材创作的《千里

堤》《抗日人家》等剧本中的人物和情节也被融入《红旗谱》中。冯志在创作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之前，

相继创作了《护送》《打集》《化袭》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中的故事经过修改、加工，都成为长篇小说《敌

后武工队》的重要章节。作者在该小说《前言》中介绍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

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敌后武工队》如

果说是我写的，倒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7］（P1）高云览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是在其处女作

日记体中篇小说《前夜》的基础上修改、扩展而成，《前夜》及《小城春秋》所涉及的劫狱事件源于作者目睹

的“厦门劫狱”事件以及一本记载着劫狱事件的油印材料。管桦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是在短篇小说

《雨来没有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雨来这一形象则是综合了一批对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儿童群像塑造

而成。

建基于非虚构文本的跨文体（属性）改写，虽然实现了非虚构文体向虚构文体的跨界，但源文本的非

虚构属性在小说文本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迹；建基于虚构文本的跨文体（篇幅）改写，在不断的重复书写之

中，使得源文本获得了某种（意念）真实性。因而，这两种跨文体改写某种程度上都增强了小说的非虚构

性，使得小说体现出鲜明的跨文体特征。这类作品的小说文体特征是确定的，小说中蕴含的非虚构元素

都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大多以潜影的状态存在着。此外，还有两类作品也值得一提：一是文体归属较为

模糊的传记（小说），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的《高玉宝》、陶承的《我的一家》等。这类作品

的文体归属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尚未统一，介于传记/回忆录和小说之间。它们的生成大多经历了作

者的口述或简单笔述，再由编辑/合作者加工整理而成。二是文体归属较为确定的（传记）小说，如李六

如的《六十年的变迁》、胡万春的《骨肉》、李建彤的《刘志丹》等。这类作品基本被划归于小说之列，但小

说的自传或他传属性较为明显，常被直接称为传记小说。十七年小说中类似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较多，

这从作品的命名即可窥见一二，如孙犁的《吴召儿》《铁木前传》，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周立波的《盖

满爹》《张满贞》，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孟广泰老头》，峻青的《老水牛爷爷》，

西戎的《赖大嫂》，王宗元的《惠嫂》，马烽的《三年早知道》《刘胡兰传》《韩梅梅》，刘真的《我和小荣》《好大

娘》，沙汀的《卢家秀》《洪唯元》《老邬》，骆宾基的《王妈妈》《父女俩》等小说，都是直接用人物姓名或是外

号进行命名，甚至连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作品也可以被定义为传记式小说。杨沫曾说，《青春之歌》是

“一部以自己为中心（但不全是自己）的长篇小说”，是由“我的经历、生活、斗争组织成的一篇东西”［8］

（P91）。这两类介于传记与小说两种文体之间的作品都对内容的真实性有所要求，也都做过一定的艺术

处理，但侧重点有所差别。传记（小说）的真实性尺度更为严格，更倾向于传记式书写，如《把一切献给

党》的整理者何家栋曾对作者吴运铎说，“你根本不要去考虑什么写作技巧，也不要想当什么作家，那碗

饭不是好吃的。你只要真实地再现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环境，真实地把大革命时代那个普通的矿工的

儿子形象告诉关心你的人们就行了”［9］。（传记）小说则在真实性基础上对艺术性有了更多的考量，更倾向

于小说式创作，如《刘志丹》“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做某些串接、连缀、综合与取舍，以突出主要形象，增

强人物的生动性与感染力”［10］。无论是传记（小说）对真实性的严格遵循，还是（传记）小说在真实性基础

上对艺术性的探索，二者都是以真实性为基础，蕴含了鲜明的非虚构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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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以上的跨文体改写或体现出鲜明跨文体特征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十七年小说之中，这具有多方

面原因：一是从时代语境来说，出于反映现实、记录历史的政治需要，非虚构文本的创作在十七年时期较

受重视，涌现出大量的报告文学、特写、英雄传记、革命回忆录以及三史（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作品。

当时影响较大的有《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革命回忆录丛书以及《我的一家》《把一切献给党》等长篇回

忆录。从 1958年到 1966年，《星火燎原》已经编辑好 10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8集。《红旗飘飘》自

1957年5月出版第一集到1962年停刊，共出版了16集，发表有关各类英雄人物和革命历史事件的文章

300余篇。以上非虚构文本中本来就包含了部分文体归属较为模糊的传记（小说），另有大量的非虚构文

本成了文艺工作者小说创作的素材与基础。二是从创作者自身来说，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战乱，新中国

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部分亲历者拥有了将非虚构文本小说化的条件与热情。如杜鹏程创作《保卫

延安》时，认为“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

流血流汗的人们”“在以往的岁月里，人们忙于打仗顾不上写有关战争的规模较大的作品”“一定要写出

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要在其中记载：战士们在旧世界的苦难和创立新时代的英雄气概，

以及他们动天地而泣鬼神的丰功伟绩。是的。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

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远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

们，把他们当做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11］

（P511-515）《红旗谱》《林海雪原》《平原烈火》等小说的创作也都受到类似的创作心理驱动。这些带有强

烈情感倾向的小说大多用第一人称叙述，讲述“我”经历的、听到的、见到的故事，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

此外，十七年时期很多文艺工作者，或出身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兵，或有过从事记者、报刊编辑的经

历，他们的创作往往经历了写作通讯报道、特写、报告文学、传记等非虚构文本的训练。譬如：杜鹏程解

放战争时期作为西北野战军的战地记者亲历了延安保卫战，后又历任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分社主编、新华

社野战二支社社长兼记者、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等职；周立波曾以战地记者身份奔赴抗日前线和晋察冀

边区，后又历任《解放日报》副刊部副部长、《七七日报》《中原日报》《民声报》副社长等职；王林、孙犁、李

英儒和陈乔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主编过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等等。类似的记者、编辑经历或是非

虚构文本编写经历，在为他们提供小说创作素材的同时，也无意识中奠定了其小说创作的非虚构叙述笔

调。三是从读者需求来说，真实性和故事性成为十七年时期各个层次的读者对小说予以认同的重要标

尺。侯金镜对十七年时期读者阅读倾向的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

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面貌（如《铁道

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它们的普及性也很大，读者面更广，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

的读者层里去”［12］。周新民的《论“十七年”小说理论的“故事化”诉求》《“十七年”时期短篇小说理论探

析》《古典小说文体传统的重释与“十七年”小说文体理论的建构》等一系列研究文章也从理论层面对十

七年时期读者的故事化诉求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此外，他对十七年小说的真实性诉求也有所关

注，《由“角色”向“叙述者”的偏移——十七年第一人称叙事小说论》一文从叙述策略的角度分析了十七

年小说的真实性美学特征。读者对真实性的高度评价强化了作者对非虚构叙述笔法的运用，读者对故

事性的偏好又促使作者积极采用小说文体进行叙事。

二、十七年小说的文本形态：诗史互渗的美学价值

非虚构文本创作盛行的文化语境，小说创作者严肃真诚的述史姿态和熟悉擅长的纪实笔法，加之十

七年读者对小说真实性的认同，使得十七年小说带有浓厚的非虚构痕迹，叙事上相对接近史传传统［13］。

小说这一虚构文体的审美要求和小说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也使得创作者在小说文本中有限度地“构筑日

常性的人伦情感心理空间”“营造审美性的诗意自然（风俗）空间”［14］，使作品呈现出诗意浪漫的风格，一

定程度上与诗骚传统对接。这种诗史互渗的叙事追求，在十七年很多小说中都得以实践。《保卫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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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红旗谱》《红日》《红岩》等被誉为史诗或是史诗性作品的长篇之作自不必说，其他如孙犁、茹志

鹃、王汶石等人的中短篇小说也都体现出诗史互渗的美学追求。

关于史诗性在当代长篇小说中的表现，洪子诚作了这样的论述：“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

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典型’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

调。”［15］（P108）其中的“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颇能体现出小说对史与诗的追求。《保卫延安》

是对延安保卫战这一真实历史事件的再现，其中关于青化砭、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的描述，以及彭德怀

等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体现出了秉笔直书的史家笔法。即便是经过典型化、艺术化处理的人物形象

也并非从无到有的虚构，而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改造加工而成。譬如，周大勇是在真实人物温广连的

基础上发展而来，孙全厚是由报告文学中的老范、老阎等几个人物合并而成。这样一部具有浓厚史书意

味的小说，却不乏虚构艺术的成分，这又使其呈现出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情一面。有研究者称，《保卫

延安》“最大最突出的特色，是全书从始至终所洋溢着的浓厚的诗情，那种扣人心弦的诗一样的激情力

量。作者用真正的诗情，写成了人民英雄的赞美诗，写成了关于真正的人的赞美诗，写成了歌唱人类崇

高心灵的赞美诗”［16］。《红日》是循着战争史实的历程来写的，从涟水战役到莱芜战役，再到孟良崮战役，

“故事的大体轮廓、发展，固然从属于当时的战争史实，而故事里的种种情节，则全是根据于生活实际由

作者自由虚构的”［17］。小说在战争史实的革命化叙述中融入了具有生活底色的日常性和情感性描写，使

得小说呈现出史诗交融状态，以至于作者吴强认为，“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却又不是

写战史”［18］（P2）。《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作为斗争与屠杀事件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他们在小说中所

述的情节和细节从源头上就打上了非虚构的烙印，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但受艺术创作和意识形态的

制约，他们的历史复述行为注定无法还原真实的历史，只能是在回忆历史的同时，展开设身处地的想象

和由表及里的思索，写出革命烈士的崇高精神和坚定品质，从而更好地实现小说的革命传统教育目的，

使得小说呈现出革命浪漫主义的风格。《红旗谱》关于“反割头税”斗争、“保定二师学潮”等历史事件的叙

述细腻真实，甚至故事情节中的一些人物都直接用其真名，如刘光宗、曹金月、杨鹤生等。但小说里的故

事毕竟不是革命生活的实录，“即使有现实根据，也绝不等于生活中原来事件的再现。书中写的一个事

情，一个人物，都是从许多事件和许多人物中一星星、一点点地集中起来，经过综合、概括、突出和提高了

的”［6］。这种经过艺术化的历史叙述，加之风景画、民俗画的描绘以及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运用，使得小

说在呈现中国农民苦难史、斗争史、革命史的同时，体现出诗意的一面。如果说以上这些革命历史题材

的小说在创作之时就有着明确的存史意图，《创业史》等农村题材小说则主要是对农村现实生活的及时

记录，虽然小说中也不乏具有历史纵深感的题叙，但更多的是对现实的记录和对未来的展望。柳青为了

创作《创业史》，落户皇甫村，亲自参与、指导互助合作运动，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建社

规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等等，他都亲自过问。这些经历都作

为其创作的鲜活素材，或直接采用，或经过一定的艺术处理呈现在小说中。这种非虚构创作手法无疑增

强了小说的现实特征，使其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阎纲曾在文中写道，“据我所知，不少有文化的

农村干部把《创业史》当成了他们的农村工作手册，在《创业史》里学习党的农村政策，学习公道、积极、实

干苦干的精神，学习怎样耐心地、细致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方法”［19］（P213）。时至今日，当日极具现实审

美价值和指导意义的细节则焕发出历史光彩，具有了史味。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哲理化议论和理想人物

形象的塑造，则彰显了小说的诗性精神。

十七年小说中除了以上呈现出史诗意味的作品外，还有另一类带有抒情风格的作品。有研究者称，

十七年时期“对抒情短篇小说多有倡导和肯定”“林斤澜、孙犁的小说得到肯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小说

具有抒情特征”［20］。从《荷花淀》的创作开始，孙犁小说中的抒情话语就受到了研究者的过多关注，研究

者将其小说定义为“诗化小说”或“诗体小说”，以区别于十七年赵树理等人的“故事体小说”或“情节—性

格小说”。孙犁小说的诗化风格体现在多方面，仅从语言方面来说，“由于有了大量的虚词，某些音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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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音上必须轻读”［21］，如“呗”“哩”“呀”等。这不仅使得孙犁的小说语言具有了诗歌般的节奏感和音乐

美，还创造出一种抒情氛围。毋庸讳言，孙犁小说的确具有诗性的一面，但对于孙犁小说诗性面相和孙

犁“多余人”身份的强调，却遮蔽了孙犁小说的史传风格。孙犁曾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

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

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22］他的部分小说在

命名上也体现出纪传体的风味，如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以《风云初记》

为例，小说的浪漫抒情风格在其面世之初就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1962年，黄秋耘以《一部诗的小说

——读〈风云初记〉》为题，对《风云初记》的诗化风格进行了评析，他指出，《风云初记》“几乎可以当作一

篇带有强烈的抒情成分的诗歌来读。是的，它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形象，有细节描写，这一切都符合长篇

小说的条件，但是它同时又具有诗的意境、诗的气氛、诗的情调、诗的韵味”［23］。孙犁在序言中则侧重强

调实录精神和非虚构性，“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

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份，生活的

印象，交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24］。研究者侧重诗性的评析和作者强调史性的自述并非水火不

容，一定程度上正好反映了孙犁作品诗史互渗的美学风格。孙犁这种诗化的小说笔调、对生活美感的发

掘、对日常人伦情感的重视等叙事笔法，影响了刘绍棠、丛维熙等京津冀一些作家，形成了影响较大的

“荷花淀派”创作群。此外，茹志鹃的某些美学追求和小说方式与孙犁十分接近，《百合花》如作者所说，

“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25］，充满了诗意。茅盾赞赏其“富于抒情诗的意味”［26］，有着清

新、俊逸的独特风格。这样一部充满浪漫抒情风格的小说虽然不乏虚构的成分，“人物、事件，都不是真

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作者在小说中仍然注重对某些细节真实的追求，“小说里所

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25］。小说中对通讯员的描写，也主要取材于作者在莱芜战役

中和一位通讯员去最前沿战斗的亲身经历。小说中“我”的情感呈现也与作者茹志鹃的真实心态有着对

应关系。如果说以上作家作品抒情风格的获取，与作家对情感的细腻呈现有关，周立波等人抒情风格的

获取，则较多得益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自然风俗的深描法。周立波早期小说中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

倾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周立波发表了《后悔与前瞻》一文，对自己的浪

漫主义气质自我批评，此后一段时间内其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因子处于沉潜状态。而《山乡巨变》作为周

立波“一次浪漫主义情怀的谨慎释放”，小说从“日常生活情趣”“爱情的抒情化”“乌托邦的怀想”等方

面［27］，表现出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使得小说既像抒情诗，又像风俗画。这样一部极具抒情风味的小

说，是周立波参与家乡互助合作以及体验生活的结晶，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小说中的几个典型人物也

大都有现实依据。他在《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一文中写道：“这些人物大概都有模特儿，不过常常

不止一个人。比方，王菊生的形象，有些是我的一位堂弟的缩影，有些是另外两个富裕中农的形态。面

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通的性格，我们一位邻居恰巧是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贫农。但书上也不全是

写他，我碰见的面糊不止他一人。陈先晋这个人物的家里我只拜访得一次，平素，从别人的口里，主要是

从他亲戚的口里，多次听到谈起他，而且，我也观察和分析了和他属于同一类型的另外几个较为守旧的

贫农。”［28］周立波在小说中以生活为底板，以亲情爱情为主料，用民俗来调色，营造出具有审美性的诗意

文学空间，吸引了一批文学追随者，形成了影响较大的“茶子花派”创作群。

引史传、诗骚入小说古已有之，诗史互渗也是小说之常态。陈平原曾在论文中着重强调了“史传”与

“诗骚”传统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作家们甚至同一部作品同时接受这两者（笔者注：史传与诗骚传

统）的共同影响，只是在具体创作中各自有所侧重。正是这两者的合力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小说的

发展方向：突出‘史传’的影响但没有放弃小说想象虚构的权利；突出‘诗骚’的影响也没有忘记小说叙事

的基本职能”［29］。十七年小说创作在延续这一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又受到了其他文学创作规范的制约，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等。学者们对这些创作规范的理论界定和作家们对这些创作规范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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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虽然都体现出对现实与理想结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史与诗结合的期待，但具体表述和创

作上仍有所侧重。理论上会强调要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浪漫主义为方向，革命浪漫主义必须

建立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创作上影响较大的仍以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为主，如《三里湾》《创业史》

《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等作品风格都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十七年小说创作对历史、现实、现实主义的侧

重，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等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回应，同时也与作家“深入生活”的创作观以及由此形成的

厚实生活体验密不可分。即便是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对未来乌托邦理想生活的向往，如《三里湾》中三

幅画的寓意；或是对人物形象的理想化处理，如《创业史》对梁生宝这一形象的塑造，也都有厚实的生活

基础作为支撑。《三里湾》中民众大多对第二幅画“明年的三里湾”较为感兴趣，梁生宝形象也基本是按照

生活中的王家斌予以刻画。总体而言，十七年小说的诗性审美追求是以史实（或曰非虚构性）作为底蕴

的。如果说十七年时期偏重史传的史诗性小说重在对历史情节和人物形象等外在真实性的描摹，具有

浓厚抒情意味的诗骚型小说则追求对人物心理和风俗氛围等内在真实性的揭示。

三、十七年小说研究的新形态：实证研究的可能与空间

十七年小说创作者因其跨界身份（兼具工农兵、记者、编辑、政工干部等身份），使其在创作中能够也

愿意标榜出非虚构的姿态；这样的创作姿态必然会影响到作品的审美面向——即呈现出具有史传价值

的一面。正因为十七年小说作家的非虚构姿态和十七年小说作品的史传审美面向，使得十七年小说初

步具备了实证研究的基础与可能。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史学化倾向”“史料学转向”的说法渐至流传开来。“以史料研

究为主要特色的研究倾向已经异军突起，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潮流性现象，而且其影响和成果还在明显

的持续扩大趋势中。”［30］在这一研究背景下，关于十七年小说的研究也呈现出渐趋明显的史学化趋势。

或如金宏宇等人从事版本研究，利用历史研究常用的考据、校勘之法，梳理出小说版本、文本、变本的演

变谱系；或如张均等人从事本事研究，在“文史互证”的研究实践中，建构出一套系统的“实践叙事学”话

语体系；等等。

金宏宇的版本研究主要针对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小说，对于十七年小说版本关注不多。目前所见，

仅有《对知识分子的改叙——〈青春之歌〉的版本变迁》和《〈创业史〉：修改意向和版本本性》两篇个案研

究文章，以及他与罗先海合作的《版本视域下的“十七年”长篇小说》一篇宏观研究文章。其对《创业史》

的版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校初刊本与初版本、初版本与再版本，发现了涉及农民阶级特性、政治路线、性

和爱情描写等内容的修改，从而论析出作者追求文本教育价值的修改意向。其对《青春之歌》的版本研

究则着重把握了“对知识分子的改叙”这一关键点，并分析了这一重大修改对人物形象、文本释义、版本

本性等方面造成的重大变异。这种校勘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为十七年小说版本研究提供了范式。金宏

宇对十七年长篇小说版本的宏观研究，不仅提出了版本、文本、变本等多重研究视角，而且考订出十七年

主要长篇小说的版本变迁信息，为研究者从版本视角来研究十七年小说提供了方便。总体来说，金宏宇

关于十七年小说的版本研究，不仅证明了这种研究的可行性，而且也预示了十七年小说版本研究存在较

大空间。新世纪以来，版本视域下的十七年小说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关注，譬如：龚奎林对《苦菜花》《红

日》《铁道游击队》《铜墙铁壁》等十七年小说的版本修改研究和副文本研究，谷鹏对《创业史》《青春之歌》

的修改与传播研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硕博研究生对十七年小说版本变迁的一系列修辞学研究①，

孙先科对十七年长篇小说重述现象的研究，刘芳芳关于《创业史》的汇校研究，王鹏程、程明社、张欢等人

关于《创业史》的互文本《狠透铁》的研究，等等。以上研究与金宏宇关于十七年小说的版本研究遥相激

① 2013年以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以十七年小说的版本作为研究对象，从修辞学的角度切入，写就硕、博毕业论文共计10部，所涉十七年小说有

《战斗的青春》《苦菜花》《茫茫的草原》《山乡巨变》《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创业史》《红日》《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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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成为近年来十七年小说研究的一种范式。

从2012年开始至今，张均已经对《保卫延安》《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创业史》《青春之歌》

等十七年小说进行过本事研究，研究角度主要涉及人物本事、事件本事、情境本事三类。在掌握了大量

本事材料之后，他在“本事”与“故事”的异同比较中发现小说叙事的裂隙与悖论之处，从叙事动因、叙事

策略、叙事机制、叙事效果四个层面对叙事裂隙与悖论予以阐释。除了以上具体的个案研究之外，他还

一直寻求抽象的理论建设，陆续发表了《实践叙事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本事研究的可能

与方法》《转换与运用：本事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与本事批评相关的理论建构文章。他考释并举、

内外联动、实践与理论结合，建构起了一套系统的“实践叙事学”话语体系。张均关于十七年小说的本事

研究，在十七年文学研究界颇有些曲高和寡，却也并非全新事物。稍早于此，宋剑华对《红岩》《铁道游击

队》进行过类似本事研究的考辨工作。他通过对小说文本中所谓历史真实的质疑，强调要从艺术真实的

角度重新认识此类作品的“经典”价值，并提出“评判‘红色经典’的功过是非，关键并不在于它本身是否

符合历史真实，而是要去研究它怎样被转化成了历史真实”［31］。只不过他止于问题和方法的提出，没有

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张均“从事的‘中国当代文学本事研究（1949-1976）’则承此而下，既‘征其故实，考

其原委’，更希望通过‘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将宋剑华重点提出的‘艺术真实’问题落实到叙事生

产领域，以形成问题空间较为充足的新的研究框架”［32］。时至今日，张均关于十七年小说的本事研究已

能呈现雏形，且有继续生长的势头。因此，他的这一研究虽然暂时曲高和寡，但已是十七年小说研究不

可忽视的一种范式，且大有拓展空间。

近年来，关于十七年小说的研究当然远不止以上的版本研究和本事研究，但它们却是颇具有代表

性、生长性的两种研究范式，且与本文所论的非虚构性问题有着紧密关系。作为皆体现出了历史化意味

的叙事研究，如果说版本研究主要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对支持历史研究的考据之学的青睐，有整合文献

学、版本学、文学的跨学科趋势，本事研究则主要依赖对历史材料（包括书面材料和田野材料）的搜索、阐

释之功，体现出对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材料的倚重。这些不但从文学接受层面再次确认了十

七年小说非虚构性的一面，还运用考据、校勘等研究方法和“实践叙事学”等理论对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

性叙事问题进行了实证式探究。这对于解释十七年小说“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体现了非虚构性”“运

用了什么策略”“达到了什么效果”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对矫正十七年小说研究的主观化倾向和

建构、解构、重构的周期性震荡形态也有所裨益。但应该看到，关于十七年小说的实证化研究固然扎实

有余，却灵动不足，研究文章的模式化和研究对象的碎片化显而易见。这固然与实证研究范式自身的局

限性有关，但与研究者主体性的缺失也密不可分。

作为小说实证化研究的首倡者胡适，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考证是以作者生平、作品版本、故事情节的

演变为主，缺乏主体情感的投入，缺少对小说的艺术分析，几乎将文学研究做成了历史研究。鲁迅的中

国古代小说研究，既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小说文献资料的整理，又能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展开艺术阐

释、做出价值判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考据与阐释并重、客观与主观相融，较胡适专事考证的《〈红楼

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等更胜一筹。胡适自己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也坦言，“在小说的史料方面，

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

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33］（P5）以此为镜，关于十

七年小说的实证化研究应该对原有过度拘泥于史料的实证研究范式有所改进，研究者也应该敢于在文

中凸显出自身和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对此，我以为李遇春的新实证主义批评方法体系或可引于十七年

小说的实证化研究之中。李遇春理想的新实证批评形态是“从‘形证’出发，从具体的文学作品出发，首

先慧眼识别出文学作品的特殊形式，然后通过作品的特殊形式去反观作家的思维方式，去解析作家的精

神和心理特征”，实现“形证”与“心证”的结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史证’，探究作品的形式特征或

作家的精神、心理或思维特征所形成的外在社会历史语境，由此可以透视出一个时代的特定社会文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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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风尚。”［34］（P16）由此达到“形证”“心证”“史证”相融合的实证境界。相比张均、金宏宇等人偏重于“形

政”“史证”的实证化研究，李遇春的新实证主义批评多了对作家的“心证”一环，不仅彰显了研究对象（作

家）的主体性，也考验着研究者的主体性。研究者倘若没有与作家心灵会通的感悟能力，较难揭秘作家

的真实心理，或将实证变为虚证。以新实证主义批评作为方法，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十七年小说实证化

研究的空间，也可以有效避免十七年小说实证化研究的模式化，提升十七年小说实证化研究的理论性，

建构十七年小说实证化研究的体系性。

四、结语

以上从非虚构性的角度对十七年小说文本生产、文本形态、文本接受三个方面的考察与阐释，不仅

是为了确证十七年小说非虚构性特征的普遍性与本质性，以及关于十七年小说实证性研究的可能与空

间，更是为了回应当下的非虚构文学创作热潮。

与十七年小说经常会遭遇“真实的”和“虚假的”的论争不同，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几乎是不证自明

的，真实性一直被认为是非虚构文学的核心问题、独特品性和本质追求。创作者对生活真实性的过分关

注，难免会堕入碎片化、自然主义的陷阱，影响了对生活总体性和理想性的探究。这也是非虚构文学颇

受诟病之处：一是认为非虚构文学只是对生活的呈现，没有触及社会的本质问题；二是认为非虚构文学

丧失了文学的想象性，缺乏诗性。因此，非虚构文学创作除了要关注真实生活之外，还得思考如何呈现

真实生活。

关于非虚构文学的研究，首先有必要对真实性问题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非虚构文学无限接近

真实生活的真实性绝非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上的理解，

也有具体写作实践中的实际把握……对象的存在是第一种真实，作者对它的认知是第二种真实，作者对

认知的叙述是第三种真实，媒体对作者叙述的处理是第四种真实，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是第五种真实”［35］。

因此，关于非虚构文学真实性的研究，也有必要在动态的开放系统中把握，有效解决“什么真实”“怎样真

实”“真实得如何”等问题。

综上而论，非虚构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都与十七年小说具有相通之处，饱含非虚构元素的十七年小

说与非虚构文学可被纳入同一文学谱系中考察。这样既能重新激发十七年小说研究的活力，也能促进

非虚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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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Non-fiction Problem Of
The Seventeen-year Novels

Wang Renbao（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niversality and essence of the non-fic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eventeen-year novels

are highlighted by re-examining their dynamic discourse system in terms of authors' creation, text presenta‐

tion, and readers' acceptance. Many novels in the seventeen-year have undergone cross-stylistic rewriting, in‐

cluding stylistic attribute rewriting based on non-fiction texts and stylistic length rewriting based on fictional

texts. These re-writings have enhanced the non-fi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ovels to some extent. The seven‐

teen-year novels demonstrate an aesthetic style of poetic and historical interpenetration, but their pursuit of

poetic aesthetic is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whether it is an epic novel that focuses on historical legend or a

poetic novel with a strong lyrical meaning. In recent years, a new form of empirical research focusing on ver‐

sion research and matter research has emerged in the study of the seventeen-year novels, which has a certain

validity in explaining their non-fiction problem, but there is also a problem of lack of subjectivity. Adding

mental evidence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evidence may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lack of subjectivity

in empirical research, which can not only revitalize the research of the seventeen-year novels, but also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on-ficti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search.

Key words the seventeen-year novels; non-fiction; form of creation; form of texts; form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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